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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适应到自主：资本下乡背景下
农业雇工管理模式变迁

望超凡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下乡资本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破解资本化农业经营过程中存

在的雇工管理困境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

式与传统的小农农业生产体系之间存在张力，使得资本主体在下乡初期会遭遇雇工管理

困境，此时资本主体必须通过适应性自我改造才能实现入场。但当资本深度参与农业经

营后，会从生产者属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外部社会结构等多个方面改造农业生产体

系，使之适配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进而化解资本主体的雇工管理困境。研究认为，随

着资本下乡参与农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将逐渐适应资本化的经营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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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

业”以来，我国各地逐步兴起了资本下乡投资农业的热潮。总体上看，资本下乡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经

营，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截至 2021年 2月我国耕地流转面积已超过 5.55亿亩①。但仍有一些地区的农

业经营项目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甚至频繁出现资本主体亏本“跑路”的现象[1]，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资本主体无法对雇工的劳动过程进行有效管理导致经营成本过高[2]。因此，鼓励资本下乡推动

农村产业振兴，有必要破解资本化农业经营中的雇工管理难题。

目前，关于农业雇工管理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雇工管理困境的形成原因。已

有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雇工管理困境是由于农业缺乏标准化的劳动程序[3]，管理者

无法对雇工进行有效监督所致[4]；另一种观点则将其归因于资本主体的“外来性”[5]，认为雇工管理困

境是由于农村社会对资本主体进行排斥所致[6]。二是关于雇工管理困境的解决方法，有学者建议资

本主体融入村庄社会[7]、积累社会资本[8]，然后利用人情、面子等社会性资源解决管理问题[9]；也有学者

建议资本主体调整生产关系，通过“分包经营”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10]。

综上，对农业经营中的雇工管理难题的研究还存在局限性。首先，在议题设置上，缺乏对农业雇

工管理困境形成原因的历时性考察，不能把握其发展规律与演变趋势。其次，在理解资本主体的经

营行为时，单一地讨论了其“适应性”的一面[11]，对其改造基层治理结构、重塑农村社会秩序属性的关

注不够[12]。其实，雇工管理问题还与资本下乡的阶段及资本主体开展经营活动的内外部环境有关。

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历时性考察，揭示资本主体雇工管理问题的发展规律与演变趋势。本文主要

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下乡资本的雇工管理实践如何变迁？二是这一变迁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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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于 2020年 12月对皖南禾镇赵村①的实地调研。赵村人口为 4127
人，耕地面积为 6348 亩，其中有 5500 亩都是经过“高标准农田整治”的优质耕地，主要种植单季稻。

本次调研的资料收集方式以非结构式访谈为主，访谈对象包括当地小农户 10人、种植大户 9人、村干

部7人、乡镇干部4人。

一、理论与分析框架

1.资本主体性：理解下乡资本经营活动的一个新视角

马克思等[13]和列宁[14]对资本的性质有一个共同判断，即资本在参与生产的过程中会改造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从而创造出更为适合自身运作的内外部条件。本文将资本的这一属性称之为“资本主

体性”。资本主体性在我国农业转型过程中同样有所体现，例如刘腾龙发现资本化的农业经营会将

农民之间以“人情”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改造为以“交易”为核心的市场关系[15]；焦长权等发现对土地资

源的资本化运作会导致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走向断

裂[16]；孙新华则发现资本参与农业经营能有效推进农业生

产的机械化进程[17]。这些研究表明，当资本下乡参与农业

经营后，会深度改造农业经营的内外部条件，使其适应资

本化生产方式的需要。因此，在考察下乡资本的农业经营活动时，必须要考虑到资本对于农业生产

体系的改造能力（图1）。

2.资本下乡背景下农业雇工管理模式的变迁逻辑

人类的经济活动并不是在真空中开展，而是嵌入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中[18]。作为一种重要的

经济活动形式，农业经营的实践形态会受到各种内外部条件的影响。首先，生产者属性会影响农业

经营的实践形态，其年龄、技能等特征直接决定了农业劳动的质量[19]；其次，生产方式也会影响农业经

营的实践形态，不同生产方式下会有不同的劳动方式和效率[20]；再次，生产关系同样会影响农业经营

的实践形态，其决定了生产过程中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方式，进而决定了适宜的劳动管理方式[21]；最后，

外部社会结构也会影响农业经营的实践形态，其一方面会影响生产资料的配置，另一方面会影响劳

动成果的归属[22]。换言之，农业经营的实践形态并不完全是由经营主体决定，而是会受到包括生产者

属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性质以及外部社会结构等多方面条件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

相对独立于经营主体的农业生产体系，形塑着农业经营的实践形态。

资本下乡前，“小农经营”是我国主要的农业生产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其相适配的“小农农

业生产体系”。在生产者属性上，小农经营的劳动者是自耕农；在生产方式上，小农经营高度依赖手

工和半手工劳动[23]；在生产关系性质上，小农户之间主要通过社会互助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所以

生产关系具有社会性；在外部社会结构上，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塑造了具有较强集体行动能力的“熟

人社会”[24]。当资本下乡代替小农户成为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后，农业会随之走向资本化经营，资本化

经营与小农农业生产体系间的结构性张力会给资本主体带来经营困境，雇工管理难题便是其重要表

现形式。因此，资本主体必须通过适应性自我改造才能实现入场。

但资本具有主体性，当其参与农业经营后，会从多方面改造农业生产体系。首先，资本化的农业

经营可以改变农民生计模式，推动农民从自耕农转变为以受雇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职业雇工[25]；其

次，资本短板的补足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可以推动农业生产走向机械化；再次，资本化的农业经营以劳

动力的商品化为基础，可以推动农业劳动力从社会化配置转向市场化配置[26]；最后，资本化的农业经

营会冲击“熟人社会”结构，使其逐渐瓦解[27]。因此，资本参与农业经营后可以从生产者属性、生产方

式、生产关系以及外在社会结构等多方面改造农业生产体系，使之适合资本化的经营方式，进而从根

源上化解雇工管理困境（图2）。

①    遵照学术惯例，本文中的人名、地名均已做匿名处理。

图 1 资本主体性作用下的农业经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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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化农业经营的雇工管理困境与资本主体的策略性入场

1.资本下乡与农业经营的资本化转型

赵村位于皖、苏交界的禾县，靠近“长三角”发达地区，当地农民自 20世纪 80年代便开始大量外

出务工经商，导致该村土地长期大面积抛荒，到 2006年，该村已仅有 30%左右农户还在种地，约 40%
的土地被抛荒。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当地政府在 2007−2009年间分 3批对该村的 5500亩优质农田

进行了“高标准农田整治”，然后大力引进社会资本①，并推动土地流转②，从而实现了农业规模化经

营。赵村土地的第一个租期是从 2008−2016年，承包主体为当地县城的 6位商户和本村的 198户农

民（见表1）。

赵村土地的第二个租期是从 2016−2028年，承包主体变为 6位当地县城的商户、2位外地职业农

民和22户本村农民（见表2）。

2.资本化农业经营过程中的雇工管理困境

资本下乡前，小农经营是赵村主要的农业经营方式，这塑造了与之相适配的小农农业生产体系，

其主要内容包括：以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生产者、以手工和半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以社会互

助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关系、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外部社会结构。资本主体进入赵村后都大量承包土

地，开展规模化农业经营。这些资本主体的经营规模均超过 200亩，所以只能雇工开展农业生产③。

①    此处对于资本主体的定义并非是依据其组织形态，而是依据其经营收益的来源，本文将主要通过雇佣劳动力开展生产活动、进

而获得剩余价值的经营主体都视作资本主体。

②    由村集体将整治过的土地全部“返租”回来，再以原价流转给资本主体和本村农民。

③    由于当地土地平坦，交通、灌溉条件较好，农户家庭（3个劳动力）通过自购小型机械，并借助社会化服务，在不雇工的条件下最多

可以耕种100亩土地。一旦超过100亩土地，就必须要雇工，否则就可能耽误农时。

图 2 资本下乡雇工管理模式变迁逻辑

表1　赵村土地租约（第一个租期）签订情况

承包主体

鲁必胜

彭兴华

张东旭

王日新

王永旭

李向东

本村农民(198户)

承包面积/亩
500

1200
1000
200
700
800

1200

租金/斤水稻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职业

农资店老板

米厂老板

工程承包商

茶叶店老板

超市老板

建材店老板

农民

起始日期

2008年

2009年

2009年

2009年

2009年

2010年

2008年

劳动力来源

家庭+雇工

雇工

雇工

家庭+少量雇工

雇工

家庭+雇工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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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下乡初期，虽然当地农业经营主体发生了变化，但是农业生产体系并未改变，使得各资本主体的

经营活动普遍遭遇了雇工管理困境。

首先，作为“自耕农”的农民难以适应“雇工”角色，在受雇劳动时劳动质量明显降低。资本下乡

初期，大部分留在赵村的农民还未放弃自耕，也承包了少量土地。当他们受雇为资本主体劳动时，一

方面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自家地里，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体的管理行为有着强烈的抗拒心理，所以只

要有机会就会偷懒、怠工，让资本主体“请一个人只能当半个人用。”其次，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

资本主体难以对雇工的劳动过程进行有效监督。下乡初期，各资本主体除了耕地、收割等少数生产

环节外，其他环节都只能采用手工和半手工劳动。这种生产方式效率很低，资本主体需要同时雇用

大量农民才能完成生产活动，且每个雇工的劳动过程都很复杂，无法通过观察对其劳动质量进行评

价，所以资本主体很难对雇工的劳动过程进行有效监督。例如在 2009年，各资本主体都是使用“肩负

式手动喷雾器”打农药，单个雇工的日作业面积只有 8~10亩，而各种病虫害的最佳防治时间普遍只

有 2~3天，承包了 1200亩土地的彭兴华每次打药都需要同时雇用 40多人同时作业，而每个雇工的作

业过程都包含了配药、装药、打药等一系列操作，使得彭兴华几乎无法对雇工的打药过程进行监督，

于是经常有雇工趁其不注意把药水倒掉，然后谎称打完了。再次，社会性的雇佣关系限制了资本主

体的管理权利。资本下乡前，赵村农民主要依靠社会互助来满足劳动力需求，当地社会并未形成劳

动力市场。因此在资本下乡初期，资本主体也必须借助社会关系才能获得劳动力供给，这使得其无

法对雇工的策略性行为进行严格管理，否则损害了双方关系，便会导致无工可用。例如张东旭便曾

因在一次巡田时训斥了几名偷懒的除草工人而一度雇不到农民干活。最后，熟人社会结构赋予了雇

工对抗资本主体管理行为的能力。资本下乡初期，村庄是熟人社会，在面对“外来者”时具有很强的

集体行动能力。因此，当资本主体对雇工的策略性行为进行惩罚后，不仅要面对雇工本人的反抗，往

往还会遭受村庄社会的对抗。例如李向东在一次巡田时发现 1个雇工偷懒，于是没付工资就将其赶

走了，结果当晚这位农民便带领 7个人来找他讨要工资，李向东只能将工资如数付给了对方。可见，

由于和小农农业生产体系之间存在张力，资本主体在下乡初期很难避免出现雇工管理困境。

3.资本主体的适应性自我改造与策略性入场

雇工管理困境严重影响了资本主体的经营活动。资本下乡初期，虽然土地耕作层被破坏，但是

赵村农民自己承包的土地亩产依然可以达到 1000斤，而资本主体承包的土地亩产却普遍只有 800斤

左右，这促使各资本主体纷纷进行自我改造，以缓解雇工管理问题。第一轮到赵村承包土地的资本

主体主要有两种自我改造方式。一是与某些社会资本雄厚的当地人（主要是村干部）合作，将农场交

由他们管理。例如彭兴华在承包土地后的第二年便找到时任赵村支部书记的赵旭刚，以 20%的“干

股”为报酬请他帮忙管理农场。有了赵旭刚的帮助，彭兴华农场的管理水平大为提升，第二年亩产便

增加了 100斤。二是融入当地社会，与农民建立社会关系。例如鲁必胜夫妻二人为了种地，在赵村租

房住了下来，平时经常与周边邻居走动，还会和邻居走人情，他的邻居刚开始受雇为他干活时也存在

怠工问题，但是随着和鲁必胜熟络起来，他们给他干活时便逐渐负责任了起来。实际上，这两种方式

表2　赵村土地租约（第二个租期）签订情况

承包主体

鲁必胜

彭兴华

王日新

李向东

卢海源

胡永志

胡秋明

郑家兴

本村农民(22户)

承包面积/亩
300

1200
200
900
900
800
700
600
200

租金/斤水稻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职业

农资店老板

米厂老板

茶叶店老板

建材店老板

房地产企业股东

饭店老板

外地职业农民

外地职业农民

农民

起始日期

2008年

2009年

2009年

2010年

2016年

2016年

2016年

2016年

2008年

劳动力来源

家庭+雇工

家庭+雇工

家庭

雇工

雇工

雇工

家庭+雇工

家庭+雇工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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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一致的，即利用社会资本来化解问题[6]。这一过程非常考验资本主体对社会资本

的积累和利用能力，在第一轮到赵村承包土地的 6名商户中，张东旭和王永旭 2人就因为不具备这种

能力而始终无法正常开展农业生产，因而在第一个租期结束后放弃承包。因此，在资本下乡初期，虽

然存在雇工管理难题，但只要资本主体能够积累与利用好社会资本，便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小农农

业生产体系，进而实现入场。

三、资本化经营与农业生产体系变迁

资本主体入场后，赵村的水稻生产从“小农经营”转向了“资本化经营”，进而推动了当地农业生

产体系的整体性变迁。具体而言，当地农民从“自耕农”迅速转变为职业雇工，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

平大幅提高，劳动力从社会化配置逐渐转向市场化配置，熟人社会加速解体。

1.效率优势引导农民转变生计模式

资本下乡初期，由于农业收入不高，大部分赵村农民都选择将土地流转后外出务工①，只剩下那

些无法外出的农民依然留在村里继续开展小农经营。这些农民大约有 200户，是赵村主要的在村劳

动力，因而也是资本主体的主要雇佣对象。他们普遍是一边自耕，一边在周边地区打零工，当资本主

体有需求时就到农场务工。但随着资本化经营的效率优势逐渐显现，在村农民普遍意识到自耕并不

划算，所以逐渐放弃了自耕，转而成为职业雇工。

首先，由于经营规模太小，小农户需要以更高的成本对接社会化服务。例如在耕地环节，农机手

为资本主体服务的价格是 40元/亩，而为小农户服务的价格却是 50元/亩；在收割环节，农机手为资

本主体服务的价格是 80元/亩，而为小农户服务的价格却是 130元/亩。不仅如此，一些市场主体甚

至拒绝为小农户提供服务，例如禾镇没有市场主体愿意为小农户提供无人机打药服务，这进一步提

高了小农户的生产成本。其次，小农户的投资能力有限，因而主要采用手工或半手工劳动开展农业

生产，生产效率较低，相同劳动时间所获得的收入较少。例如小农户打药一般使用“肩负式手动喷雾

器”，单个劳动力的日作业面积大约为 8~10亩，而资本主体一般使用“自走式增压喷雾器”，3个工人

合作的日作业面积可以达到 100亩以上，因此农民在受雇劳动时有着更高的生产效率，相同劳动时间

获得的收入也更多。以上因素使得农民从事职业雇工可以获得比自耕更高的经济收入，以 2019年为

例，小农户种植 1亩地大约需要投入 3个“工”②、价值 580元的农资和农机服务③，能够收获价值 1320
元的水稻，纯收入大约为 740元。而在放弃自耕后，农民只需要将原本投入到自耕中的 3个“工”用于

到农场务工便可以获得 360元工资收入，同时还可以获得约 500元土地租金收入，这样最少可以获得

860元纯收入，且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因此，从 2010年开始，就不断有农民将自己承包的土地私下流

转给资本主体，到 2016年第二个承包期签约时，除了山上一个小组因为耕作不便没有资本主体愿意

接手外，赵村的其他农民都不再承包土地，全部成为了职业雇工。

2.规模化经营加速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进程

在小农经营模式下，农民单家独户经营的土地面积普遍较小，这一方面使得农民没有自行购买

农业机械的动力，另一方面提高了农民对接市场化服务的成本，进而阻碍了当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

进程。资本下乡推动赵村农业经营实现了规模化，从而加速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进程。

首先，规模化经营使机械化生产具有了必要性。以彭兴华的农场为例，其经营面积为 1200亩，在

防治病虫害时，必须在 2~3天内给所有农田都打上药水，开始彭兴华使用的是“肩负式手动喷雾器”，

①    赵村人均耕地约为 1.5亩，户均耕地不超过 10亩，仅凭种地家庭年收入很难超过 1万元。但赵村靠近长三角核心区域，且县域经

济相对发达，因而农民外出务工较为容易。

②    “工”是农村最为常用的劳动力计算单位，指一个人劳动一天时间产生的劳动力。

③    水稻种植过程主要包括翻地、播种、打封闭、除草、防虫、施肥、收获。以 2019年为例，对于小农户而言，一亩地翻地的成本为 60
元、种子成本为 120元、打封闭的药水成本为 10元、一次除草两次除虫的药水成本为 90元、一次复合肥一次尿素的成本为 170
元、收割成本为130元，合计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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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劳动力的日作业面积只有8~10亩，因此每次打药至少需要40名雇工同时作业，不仅成本高且雇

人存在困难。2013年彭兴华购置了多台“自走式增压喷雾器”，单个劳动力的日作业面积提高到30亩

以上，只需 10名雇工便可完成 1200亩地的打药作业。其次，规模化经营确保资本主体可以对购置的

农业机械进行充分使用，提高投资收益，从而增强投资动力。例如李向东开始是购买机耕手的耕地

服务，价格为 40元/亩，800亩地的总支出为 3.2万元。2012年李向东投资 4万元购置了旋耕机，然后

自己耕地，每亩地每年可以节省 25元，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收回了投资。最后，规模化经营推动了农业

服务市场的发展。随着赵村土地实现规模化经营，当地各种农业服务的价格都出现下降，例如耕地

服务价格从 60元/亩下降到 40元/亩，收割服务价格从 130元/亩下降到 80元/亩，各项农业服务都由

此得到快速普及。不仅如此，巨大的需求还推动了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例如 2017年当地的无人机

作业队还只能提供“打封闭”服务，近两年随着市场扩大，这些作业队都开始购置大功率无人机，部分

作业队已经可以提供轻微病虫害的防治服务了①。在资本化经营的推动下，当下赵村的农业生产已

经实现了高度机械化。其中耕地主要使用旋耕机，抛秧、施肥主要使用“汽油机”，打封闭、打农药主

要使用无人机和“自走式增压喷雾器”，收割主要使用收割机，仅有泥沟、除草等环节依然需要一些手

工劳动。

3.雇工需求推动农业劳动力转向市场化配置

在小农经营模式下，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主要是由家庭供给，当某些生产环节需要的劳动力

超出家庭供给能力时，则是依靠社会互助来满足。资本主体参与农业经营后必须通过雇工开展农业

生产，雇工需求的出现与扩大刺激赵村所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当地的农业劳动

力全面转向市场化配置。

随着禾镇的 1.4万亩优质农田全部完成土地整治并实现规模化流转，当地社会中出现巨大的雇

工需求。依据测算，在 2020年的生产力水平下，1亩稻田的耕作需要消耗 1个“工”的劳动力，这意味

着禾镇在农业生产领域至少存在 1.4万个“工”的劳动力需求。在需求的刺激下，一些农民从 2013年

开始有意识地组织起来成立“劳工队”，专门为资本主体提供农业劳动服务。这些劳工队的组织化程

度不高，普遍是由 1个领头人和 5~10个队员组成，队员的年龄一般在 50~70岁，且相互之间都是熟

人。劳工队的队员平时都是自由打零工，当领头人有用工需求时才会联系各位队员，队员如果有空

就可以跟着一起去干活。截至 2020年 11月，禾镇已有接近 30支劳工队。劳工队的出现使得禾镇的

农业劳动力迅速转向市场化配置。劳工队出现以后，当赵村的资本主体需要雇人干活时，再也不用

借助社会关系，只需要将自己需要的人员数量、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告知领头人并谈好价格即可，然

后领头人便会带领队员上门服务②。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的供需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匹配。

换言之，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推动了农业雇工市场的形成，进而使得赵村的农业劳动力彻底变为商品，

资本主体与雇工之间变为单纯的市场关系。

4.土地流转加速“熟人社会”瓦解

资本下乡前，赵村的熟人社会结构尚未完全解体，农民之间依然存在密集的社会关联。大规模

的土地流转导致农民的生计模式发生改变，从而加速了熟人社会的解体。

首先，土地流转导致在村人口进一步减少，熟人社会的维系变得更为艰难。熟人社会的维系需

要以一定的社会交往密度为基础，土地流转前，赵村还有 30%的家庭有人留在村里种地，因而村庄熟

人社会勉强还能得到维系。而在土地流转后，由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更多

的农民开始选择外出务工或者进城生活，户籍人口超过 4000人的赵村到 2020年只剩下了不到 1000
人还留在村里，在村人口的减少使得村庄内部的社会交往密度降低，熟人社会的维系变得更为艰难。

其次，更重要的是，土地流转后农民之间不再需要开展生产互助，这导致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没有了

①    由于携带的药水量有限，所以对于重度病虫害和除草，依然需要依靠“自走式增压喷雾器”来完成。

②    领头人并不是包工，而是帮助联系工人，由领头人联系去农场务工的农民每天需要向其缴纳10元的“抽水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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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土地流转前，赵村的在村农民主要是“自耕小农”和“中坚农民”[28]，他们经常需要相互换

工、借用生产工具，相互之间的关系借此可以得到维系；同时，外出的农民需要在村农民帮助照顾家

庭，而在村农民需要外出的农民将土地低价租给自己，所以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依然可以维系。土

地流转后这些互动都逐渐消失，村庄熟人社会结构由此加速解体。

当资本参与农业生产之后，会从生产者属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性质以及外部社会结构等多个

方面改造农业生产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会从兼业雇工转变为职业雇工，农业生产

方式会从手工和半手工劳动转变为机械化生产，生产关系会从社会关系转变为市场关系，外部社会

结构会从紧密的熟人社会走向松散的“原子化”社会。

四、农业生产体系变迁与雇工管理模式转型

在资本化经营模式的改造下，赵村的农业生产体系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一改变有效化解了资本

主体的雇工管理困境，并赋予其选择雇工管理方式的自主权。

1.生计模式变迁改变农民的受雇劳动态度

在没有放弃自耕时，赵村农民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视作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放

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对受雇劳动则秉持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当农民放弃自耕、成为职业雇工

后，受雇劳动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对受雇劳动的态度随之改变。首先，由于不再承包土

地，农民会将更多的精力和劳动热情放在受雇劳动过程中。在调研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体都表示没

有承包土地的农民比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在受雇劳动时更为认真负责，卢海源解释了其中的原因：“那

些自己家里还种着地的（人）给你干活的时候想的都是他自己地里的事情，要找那些自己没地了的

（人），他们回家了也没事做，做事踏实得多。”其次，因为不再承包土地，所以务工收入成为这些农民

的主要收入来源，这意味一旦被解雇或者被扣工资，就会影响到他们家庭生计的稳定[29]，因此他们在

受雇劳动时会更加认真负责。实际上，当前大部分留在赵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都是 60岁以上的老

年人，二、三产业留给他们的工作机会有限，当他们放弃自耕后，到农场务工就成了最主要的收入来

源，因此，他们往往非常珍惜务工机会，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也就是说，成为职业雇工后，农民在受雇

劳动时会主动减少策略性行为。

2.生产方式机械化降低农业劳动的监督难度

当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和半手工劳动时，资本主体很难对雇工的劳动过程进行有效监督；而

当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以后，对雇工劳动过程进行监督的难度大为降低。

首先，机械化生产简化了农业劳动过程，并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标准化程度，降低了资本主体对雇

工劳动质量进行评价的难度。手工和半手工劳动的作业过程都很复杂，雇工的劳动质量难以通过对

其行为的观察来进行评价。但在机械化生产过程中，机械是做功的主体，雇工只需要操控机械，其劳

动过程被大为简化和标准化，因而劳动质量更容易被评价[30]。例如在打药环节中，在使用“肩负式手

动喷雾器”进行作业时，雇工需要独自完成配药、补药、打药等一系列操作，即使雇工的工作速度很

慢，资本主体也难以区分其到底是工作细致还是在偷懒；而在使用“自走式增压喷雾器”后，打药作业

过程变成了三人一组，分工协作：一人配药、补药，一人扯水管，一人在田里摇动喷头。每个人的工作

都是简单且标准化的，劳动质量的好坏很容易区分。其次，机械化生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使资本

主体需要的雇工数量大为减少，进而降低了监督难度。例如在施肥环节中，早期赵村的资本主体都

是采用手工作业，单个劳动力的日作业面积不超过 10亩，因此资本主体需要雇佣大量农民同时作业

才能保证不耽误农时，劳动监督难度很大。2014年，资本主体开始使用“电动式撒肥机”，单个劳动力

的日作业面积提高到30亩以上；2016年，资本主体开始使用“汽油式撒肥机”，单个劳动力的日作业面

积提高了 50亩以上，这意味着，即使经营 1000亩土地，也只需雇用不到 10个农民就能完成施肥作业，

使得监督难度大为降低。生产方式的机械化一方面可以降低对雇工劳动质量的评价难度，另一方面

可以减少雇工数量，从而有效降低对雇工劳动过程的监督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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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力配置市场化保障资本主体的管理权利

下乡初期，由于资本主体需要借助社会关系才能获得劳动力供给，因此其对雇工的管理权利受

到严重限制；随着农业雇工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体在“劳资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劳资双方从社会

关系变成市场关系，资本主体对雇工的管理权利得到有效保障。首先，农业雇工市场的形成制造了

农民对于就业机会的竞争，从而提高了资本主体在劳资关系中的话语权。当前禾镇已经形成了接近

30支专业劳工队。每个资本主体在雇用过劳工队后都会形成相应的评价，这种评价一方面决定着他

自己以后的雇工选择，另一方面会在资本主体间传播，从而影响其他资本主体的雇工选择。那些广

受好评的劳工队长期有人雇用，其成员年收入可以达到 2万元以上，而那些评价较差的劳工队往往只

有在农忙时节才有人雇用，其成员的收入也较低。因此，为了获得好的评价，农民在受雇劳动时往往

会严格遵从资本主体的管理。其次，随着劳资双方从社会关系转变为市场关系，资本主体的管理活

动不再受到人情、面子等社会因素的制约。例如 2015年之前，鲁必胜主要雇用邻居为自己干农活，因

为害怕“得罪人”，所以邻居即使迟到早退鲁必胜也不会计较，从 2015年开始，鲁必胜转而雇用专业劳

工队为自己干农活，事先都会把工作任务和要求定好，如果对方的劳动质量和进度达不到要求，鲁必

胜就会采取扣工钱方式对其进行惩罚。当然，雇工市场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只有益于资本主体，资本

主体之间也存在对于优质劳工队的竞争，使得优质劳工队的工价往往会高出一般市场价格。在农忙

时节，一般劳工队的服务价格是 130 元/工，而一些优质劳工队的服务价格则会达到 150 元/工。因

此，雇工市场的形成实际让劳资双方都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4.熟人社会解体削弱雇工对合理管理行为的对抗能力

资本下乡初期，来自熟人社会的支持是雇工对抗资本主体管理行为的重要凭借；熟人社会解体

后，雇工对抗资本主体合理管理行为的能力也随之被削弱。熟人社会解体后，赵村农民之间的社会

关系出现了弱化，相较于和其他农民间的社会关联，农民与资本主体间的经济关联变得更加紧密，因

此绝大部分农民失去了帮助其他农民对抗资本主体的动力。2017年，赵村农民余成勇在受雇给胡秋

明除草时因为做事不认真被当场训斥，其先是愤然离去，然后于当晚找到堂兄余成峰，希望他能帮自

己去“讨个说法”，结果余成峰反而劝告余成勇“算了”，后来余成勇只能找到村委会，要求村委会为自

己“主持公道”。当熟人社会解体后，农民无法再从村庄社会中获得支持，只能向村级组织或基层政

府寻求帮助，而作为国家依法设置的正式组织，村级组织和政府机关具有更强公正性，并不会侵害资

本主体的合法权益。

5.困境消解赋予资本主体雇工管理自主权

虽然适应性自我改造可以帮助资本主体缓解雇工管理问题，但是会增加其经营成本。例如彭兴

华为了请赵旭刚帮助管理农场，承诺给其 20%干股；鲁必胜为了和周边邻居建立关系，长期低价为他

们供应农资。因此，对资本主体而言，只要条件允许，都希望改变雇工管理方式。农业生产体系转型

能够彻底解决资本化农业经营过程的雇工管理难题：当农民成为职业雇工后，会改变对受雇劳动的

态度，主动减少策略性行为；当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后，雇工的劳动过程会变得简单和标准化，更加

容易被监督；当劳动力转向市场化配置后，资本主体的市场地位大幅度提高，且不用再受社会规范的

束缚，可以更好地行使管理权利；当熟人社会解体后，农民无法再对资本主体合理的管理行为进行对

抗。在这一背景下，即使资本主体不再进行自我改造，也能对雇工进行有效管理。因此，在第二轮租

期中，到赵村承包土地的资本主体都采取了“市场化雇工+标准化管理”的模式开展农业生产，其主

要特征包括：一是自主经营，除彭兴华外，第二轮租期的承包主体都不再与本地人合作经营，且彭兴

华分给赵旭刚的干股也从 20%降到了 12%；二是脱嵌于村庄社会，新入场的资本主体都不再重视与

农民间的社会交往，他们平时都在县城居住，只有需要干活时才会到村里；三是广泛使用劳工队开展

农业生产，并会对其劳动质量和工作任务进行详细规定和严格管理，扣工资和解约都是他们常用的

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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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由资本主导的规模化农业经营模式在我国并不具有竞争力 [31]，也不具有必要

性[32]，但我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条件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各地区存在不同的农业现代化

路径。以本文案例赵村为例，当前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已经十分超前，可以为农

民提供稳定的非农就业和城市生活机会，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生活，农村土

地出现大面积抛荒；另一方面城市中积累了大量资本，亟需找到新的投资领域，引导城市资本下乡投

资农业对于推动农业发展而言具有实践性和必要性。

资本下乡是一个资本与农业结合的过程，在其不同阶段，资本会以不同的方式与农业结合，进而

呈现出不同的经营形态。资本下乡前，“小农经营”是我国主要的农业经营模式，长期的小农经营塑

造了与之相适配的小农农业生产体系，其内容包括作为自耕农的生产者、以手工和半手工为主的生

产方式、依附于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外在社会结构。资本化的经营方式无法

在这种农业生产体系中顺利运转，因此在下乡的初期，资本主体只能通过适应自我改造才能实现入

场，此时资本主体会表现出一些“嵌入型”特征。但实现入场后的资本主体会推动农业生产体系发生

改变。资本在参与农业经营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有效弥补农村在生产要素上的短板，同时还会在生产

者属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外在社会结构四个方面改造农业生产体系，使之适配资本化的农业经

营方式。随着资本化的经营方式不断改造农业生产体系，资本主体的雇工管理困境会彻底得到解

决，资本主体将由此获得雇工管理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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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daptation to Autonomy：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Labor Management Patterns in the Context of 

Capital Influx into Rural Areas

WANG Chaofan

Abstract  Capital going to the rural area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y 
and the study of the employment management practice of capital ent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
stand the future trend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The field study found that the long-term his⁃
tory of smallholder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has formed a set of corresponding smallhold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in China’s rural society.In the early stage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there is a 
tension between the capitalized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mode and the small-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
tion system.This often leads to difficulties in labor management for capital entities and they must undergo 
adaptive self-transformation to enter the market.However， the participation of capital in agricultural man⁃
agement often transforms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producer 
attribute，productivity level，natur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external social structure，making it compat⁃
ible with capital-intensiv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Therefore，the difficulties of capital entities in labor 
management will be resolved. Based on this，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employment management di⁃
lemma faced by some rural capital is only temporary.With the promotion of capital to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the capital entities will gradually gain “autonomy” in employ⁃
ment management activities.

Key words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apital subjectivity；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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